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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很可能造成无的放矢，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或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相关概念的使用问题

在中国汉语构词中，同“信”相关的词汇很

多，诸如诚信、信心、自信、信仰、信念、信息、



世界，它们的含义差别很大。研究者会把它们放

到完全不同的专业学科里去处理。如果依照西方

学科分类来研究信任，我们就会进入社会学、社会

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视域。如果中国学

者坚守具有中国内涵的“诚信”概念，那么这或许

只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的确，大量的论文受西方

学科划分影响似乎也是这么做的。以这样的思路

再来看“社会信用”，那么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一

个初步的结论，即社会信用问题属于一个学科综

合性的或交叉性的研究。由此我们也发现，对当

前中国社会诚信或者社会信用危机之解读，首先

在学术上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学科意识的危机，

即我们找不到一个研究社会信用的学科。它们对

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如此重要，却因西方学科划

分而被轻易地分解掉了。
以上这一学术性危机为什么会被学术界视而

不见呢? 这其中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学

科与学科之间存在壁垒，所谓学术交流往往是同

一学科内部的交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

体中，



若将这个思维换作西方社会科学，那就是伦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前者认为，身心问

题、家庭问题、国家问题和天下问题之间的联系非

常紧密，互相渗透、互为因果，所以不能分开来说

明; 而后者认为，它们各项并没有太大联系，而且

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
区分了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路

径的差异，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究竟从哪一个角度

研究社会信用更好。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可以

说，这是没有标准的，也即各有优势。但不论何种

研究，最不好的研究策略就是嫁接式的研究，即贸

然把西方的学科和概念分类衔接到中国自身所发

生的种种现象中来。因为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现

象和问题是因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与行动逻辑引起

的，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果全盘来自西方，就很容

易导致任意的划分以及由此导致的混乱，也就是

把一个原本连续体的事项按照西方概念和分类切

成几段，然后强行装到他们的框架下面去做研究，

变成了“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此研究策略在西

方学术看来没有问题，就好比病人去看脑科，不会

有医生让他把脚伸出来一样。可在中国学术看

来，这样的医疗就有问题，因为“十指连心”，故可

以通过做足疗来解决头疼。目前，中国学者以西

，



加以理解。如果要以太极转换模式来讨论中国

“信的系统”的话，其实就是讨论人与制度的转换

关系，其中包含着政策与对策、行动与结构之间的

转化、权宜和变通的问题。论证到这里，我们可以

重新界定一下，所谓“诚信危机”侧重于指道德滑

坡; 所谓“



及因为生活需要所进行的集市交换，而无需因为

专业生产、运输和商贸交易而建立一个更加成熟且

完善的市场。可见，从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更多

地体现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制度的关系。在

这一层意义上，诚信、信任便显得比较重要，而信用

一般也被理解成君子的口头协定及人格担保。
在一个共同体内，由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

信任关系，可以称为信任网络。这个网络是否独

立运行，同国家统治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笔者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网络具有其自身运作

的所有条件，而不同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信任网络

时看到的因为统治者的打压，而采取的隔绝策

略。+或者说，在中国农耕社会上竖立起来的中央

集权制非但没有力量用国家的政治手段限制乃至

隔离地方上的信任网络( 最多也就是官员不得在

本地做官) ，反倒是地方上的信任网络有力量渗

透到国家官僚机构中去，比如同乡、同窗、同年、朋

党等; 而传统中国军事集团、商人团体、钱庄票号

等也是由此信任网络建立起来的。那么，以家人

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信任网络有什么特点呢? 这其

中最为关键的特点有二: 一是强烈的归属性特点，

二是全知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由于共同体所体

现的紧密关系，中国人的乡民群体比工业组织内

的成员更重视感情式的或人情式的交流。人们不

是因为工作和分工合作需要联合在一起，而是因

为共同生活以及事业上彼此关照和庇护结合在一

起。众所周知，组织关系是一种约定关系，是可以

解除和退场的; 而共同体性的关系是一种亲缘关

系，是无法解除或退场的。假如一种信任网络的

构成没有退场的可能，那么它自身也就不会解体，

同时这种信任的建立也是隐性的、自在的，或是不

容怀疑和无需防范的;



来的信任关系，尽管其本身已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 因为国家在社会管理上运用城乡二元划

分法一方面把农民绑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另一方

面又在城市发展中采取了单位制，使得前者的共

同体关系得以维系，后者的档案制度保证了人员

流动上的信息评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绑定，进而

继续维持了乡土社会原有的归属性和全知性特

征，使得放心关系得到了基本的延续。然而，改革

开放以来，首先国家从全能型政府中退出，同时自

身从对社会理想形态的追求转化为对 GDP 的追

求; 市场机制导致熟人关系和单位制的解体。随

着城乡二元关系被打破，几乎每一个人在理论上

都可以不归属于任何群体、网络、单位或其他形式

的组织，下海、辞职、停薪留职、单干、个体户、人才

流动一度成为打破城乡壁垒、单位制弊端的有效

途径。尤其是近 20 年来，农民因为劳动力过剩可

以自由流动到城里打工，构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

工大军。而对于一个城里人，一个体加入一个组

织或企业，&&



从而导致一方面新型的信用体系缺失，另一方面

原有的信任网络与档案制度业已解体，从而发生

了目前触目惊心，甚至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为

了表明上述理论观点，笔者特制图如下:

图 1 中国社会信用走过的历史

这个图式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国社会从信任建

立到信用危机的转变。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

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所发生的体制变迁，以及不同

时代可以确保体制运行的信用体系重点; 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以往业已形成的信用体系对社会变化

的不适应性，尤其反映了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式

各样组织，包括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事业单位及

其他行业所具有的公司式运营特征，或者叫利益

驱动倾向。这种利益驱动倾向具有很强的自利性

特征，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很容易将个人及小单位

之收益作为社会运行之出发点，而非以质量、服

务、事业等作为社会运行的出发点，最终导致中国

信用制度无法生根。所以笔者首先认为，要想厘

清中国信用危机问题，应当从中国概念使用特点

及其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的学科

概念做分散的研究。

!转引自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 2010 年版，第 17 页。

"张维迎: 《信息化与信用》，载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

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92 页。

&参见翟学伟《儒家的社会建构: 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论的探讨》，载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6 页。

(亚当· 斯密: 《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0 页。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Hoover coefficient o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and choosing manufacturing 2 － digit and 4 － digit industrial loca-
tion on the county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The tendency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s apparent and most of industries locate at few counties． Both Gini coefficient and Hoo-
ver coefficient are at a high level． This result explains the oversupply of manufacturing and urban system’s
flattening trend to some extent． In the terms of policy，on the basis of keeping regional specialization，vigor-
ously developing large citie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itigating the oversupply of manufacturing．
( 6)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of Knowledge Cluster and Industrial Cluster in China

Hu Hanhui Cao Lubao Huang Xiao ·95·
We notice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ing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researching behavior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clusters focusing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have emerge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clusters have more capability to cumulate and create knowledge． And they could be seen as the
high pha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There are two typical
development paths of knowledge clusters，gradual evolution path based on the existing clusters and the innova-
tive generation path short of the existing cluster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f independent internation-
alization in industry and low end cluster phenomenon objectively existing，knowledge cluster provides the feasi-
bility of achieving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 in China．
( 7) Faith，Trust and Credit: Concept Clarification and Historic Evolution Zhai Xuewei ·107·

There are plenty of discussions concerning faith，trust and credit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yet basical-
ly none of them is established on a clear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leading to focus － am-
biguous discussions among the scholars，therefore improper to be appli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faith，trust and credit，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a-
nalysis of the use of the concepts concerned and the courses related． However，more important to settle this is-
sue，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above concepts in academic perspective，to make clear their historic evolu-
tion process，therefore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to push forwar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field．
( 8) Basic Cognitive Precondition for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Function: Based on Ob-

serva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Li


